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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价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Awards  

         杨雪冬1  Yang Xuedong 

(中央编译局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2) 

(Center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CCTB, Beij ing, 10032) 

yang_xuedong@163.com，电话：010-66509507 

摘要：文章依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以来五届申请项目的资料，辅以问卷调查，对

过去1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

现实性、创新的分布、创新的类型、创新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以及创新的影响力。研究发现

，必须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背景出发来审视丰富多彩的地方政府创新。这些创新多

是从问题出发的，是对现有体制的充实和发展。但是，创新分布于不同的层级和部门，所

以其对整体制度的影响也会由于层级、部门之间的矛盾而受到削弱。 

 

Abstract:  Based upon applicants of five rounds submitted for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Awards and supplemented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forth and fifth rounds, the article 

discusses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innovations by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se issues are listed as loc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current state, distribution, types, 

dynamics, sustainability and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various local innovation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analyzed in the backdrop of Chinese societ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Most of innovations 

are issue-oriented and aim for making the existing system work. However, innovations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departments, its holistic effect upon the system would be weaken 

because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levels and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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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既重要又充满争议。其重要性集中

体现为其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为此采取的创造性举措；对其的争议则来自地方权力扩

张、利益强化而不断引发的与中央权力、社会权利的冲突。然而，无论如何评价地方政府

的作用，一个基本判断是成立的，即地方政府作为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活跃主体，其行

为直接影响着中国整体制度的运行和转变。 

本文将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依据2000年创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一至五届申请项

目的资料，辅以问卷调查，2进一步讨论最近1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创新的形式、创新的动力、可持续性、影响力以及制度化前景等问
                                                
1 杨雪冬（1970-），男，河北涞源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

方向：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理论，全球化。 
2 问卷调查包括：2008年1月，对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个入围项目所在地的官员群众所做的问卷（A）、对20个

入围项目涉及的官员所做的问卷（B）；2010年1月，对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30个入围项目所在地的官员群众所做

的的问卷（A）、对20个入围项目涉及的官员所做的问卷（B）。 



 

 

题。通过这些分析，一方面力图更客观地描绘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尝试

回答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与整个体制改革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现实还是幻觉？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小乔治·W. 唐斯等人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在过

去的10年中，创新似乎成了社会科学领域最时髦的名词”【1】。随着企业竞争，国家竞

争的激烈化，这个概念也被社会各界所接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改革与创新成

为了一个世界性现象，尽管各国的改革理由不同[2]。 

对创新的系统研究开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39年出版的《

商业循环》一书中通过区分“创新”（Innovation)与“创造”(Invention)，明确了“创新

”在经济领域中的含义[3]。他认为 “创新”是能够使“生产手段进行新的组合”的观念

。研究政府创新或政治创新的学者基本上继承了熊彼特的逻辑[4]。曾经负责美国地方政

府创新奖项目的阿舒勒基于对美国政府创新的研究指出，创新就是“崭新的行为”，是由

两个要素组成的：新观念及其实践表现[5]。波斯比通过对美国重大政治创新的研究指出

，创新由三个要素组成：大规模和可见性、摆脱了以前的习惯以及持续的影响。巴西政府

创新项目主任彼得·斯宾克通过调查指出，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创新首先是能够取得成效

的行动[6]。这些定义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是在两点上是共同的：一是创新必须要体现出

“新”；二是创新必须是一种实践，要产生影响。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作为公共权

力机构，其创新的目的不同于私营部门，应该是“创造公共价值”(莱特, 2004)[7]，或者维

护和提升公共利益 [8]。因此，政府创新由三个要素组成：行使公共权力的创新主体、创

造性的实践活动、以及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创新结果。这三个要素也是衡量政府创新的基本

标准。 

就中国政府而言，30多年来，改革一直是其不变的主题。“创新”作为政府变革的方

式、手段，乃至价值目标，是近10多年的事情。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开始被决策者重视。但是对创新的理解还主

要停留在科学技术层面。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创新”作为一种价值

理念被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3党的报告总结了1989年以来的13年工作经验，提出“创

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

泉。”此后，政府创新得到了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 

那么，各级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自我认定的“创新”是否是真

正的政府创新呢？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目前政府创新中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

“盆景化”等问题[11]。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所谓的政府创新中

存在“伪创新”、“劣创新”、“恶创新”等现象[12]。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

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的地方政府创新。理由有二： 

（1）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与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证明了县域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

因素[13]。一些政治学者和公共管理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或问卷研究发现，各级地方政府都
                                                
3 有研究表明，“创新”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被写入党的报告中的新词。参见文献[9]、[10]。 



 

 

存在着创新的冲动，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4一些中国政府创新案例也得到国际方面的重

视。伊莲·卡玛克在为联合国举办的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提供的研究报告中，就提到

了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在内的创新实践[16]。显然，中国地方政府充满活力的创新已

经成为公认的客观事实。 

（2）政府创新的重要性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认同。从制订“十一五”

计划开始，推动行政管理创新就被明确为改革的目标。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一次讲话中

说，“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体制改

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7] 2008年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确立了2020年的行政改革目标，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

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2009年以来，中央又提出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5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创新不仅成为社会

各界推崇的价值理念，也是较为普遍的实践行动。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在中国政府改革创新这个背景下创办的[18]，举办五届以来收

集了1552个项目，涉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表1）。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

1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进行的创新探索。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采取自愿申报和推荐两种方式征集项目，而前者是主要方式。申

报的标准有六个：组织性、自愿性、公益性、创造性、效益性和时效性。6由于是自愿申

报，所以对创新的确认采取的是主观认定法。这个方法也被美国、巴西、墨西哥、南非等

国家的政府创新奖项目所采纳。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认定的随意性，申报标准中的“

时效性”设置了时间门槛，必须实施一年以上的创新项目才能申请，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将创新口号或目标等同于创新实践的现象。 

表1、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数量（1-5届） 

时间 申请数量 入围数量 获优胜奖数量 

第一届（2001-

2002） 

320 20 10 

第二届（2003-

2004） 

245 18 10 

第三届（2004-

2006） 

283 25 10 

第四届（2007-

2008） 

337 20 10 

第五届（2009-

2010） 

238 30 10 

合计 1552 113 50 
                                                
4 以下两篇文章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现状进行了很出色的总结：“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热点主题与理论前瞻”、“

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综述”，参见文献[14] 、[15]。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4594386.htm。 
6 具体内容参考《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手册》。 



 

 

对第四届和第五届入围项目的相关政府官员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创新的“最初目的

”是为了解决当地面临的问题（表2），并自豪地将“具有独创性，不是机械模仿他人或

照搬上级指示”列为自己参与或组织的项目的首要特征（表 3）。 

表2、这个创新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第四届 第五届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1.解决当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285 72.9 307 81.2 

2.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 88 22.5 57 15.1 

3.加强本部门的权威 5 1.3 5 1.3 

4.向上级争取资金 2 .5 4 1.1 

77.其它 8 2.0 5 1.3 

合计 388 99.2 378 97．9 

样本量 391 386 

 

 

表3、政府创新的评价标准 

 须具有独创

性，不是机

械模仿他人

或照搬上级

指示 

须有助于提高

公民的政治参

与，增加政治

透明度，扩大

公民发言权 

须具有明显

的社会效益

并能得到证

明 

须具有重大

意义或重要

影响 

参与各方普

遍收益并给

予广泛支持

，因此可持

续性较强 

须具有适度

的示范效应

和推广意义

，可被其他

类似机构所

仿效 

合计 

第四届排

在第一位

的比例 

22.8% 34.2% 22.6% 7.4% 8.4% 4.7% 100 

第五届排

在第一的

比例 

29.9% 27.7% 21.9% 8.0% 10．18% 2.4% 100 

 

被调查者对自己参与的创新项目的创新性或创造性的理解，受到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

的限制。我们难以通过主观调查来了解这些创新究竟在全国范围，还是本行政区域或行政

系统内处于“率先实行或领先地位”。但是，半数左右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自己参与的创新

是“自我创造”，而非直接向他人学习（表4）。 

表4.贵单位的创新想法最初是由何而来？ 

 

第四届调查 第五届调查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1.某位有见识的领导率先提出 226 57.8 180 48.1 
2.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 51 13.0 48 12.8 

3.下级部门创造出来的 24 6.1 23 6.1 



 

 

4.上级部门选择本地作为试点 28 7.2 59 15.8 

5.由某学者提供创新想法 2 .5 7 1.9 

6.本部门具体工作人员的创造 26 6.6 40 10.7 

77.其它 28 7.2 17 4.5 

合计 385 98.5 374 96.8 

总数 391 386 

 

二、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分布 

2003年11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在宣言中提出了21世纪政府创

新的七大目标：低成本政府、优质政府、专业政府、数字政府、规制政府(regulatory 

reform)、诚实政府和透明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总负责人俞可平教授提出中国政府

创新的八个目标；民主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专业政府、透

明政府、廉洁政府[19]。这些目标虽然侧重于不同的领域，但都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提高

政府的统治能力，以顺应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提升政府的

治理能力，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统治的不足和缺陷。虽然提高政府统治能力一

直是政府创新的核心目标，但近年来，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正在日益受

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中国的政府创新也是沿着这两个取向展开的。但是如何对于来自不同行政层级、不同

部门的创新进行分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对申请项目采取了“

三分法”的标准：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但是这个标准在实际操作上难以贯彻

始终，因为许多创新项目是跨领域的。何增科按照这个标准对前三届63个入围项目进行了

分析，但是并没有对三种类别的改革给予明确界定，而是采取了罗列的方法[20]。俞可平

对过去五届113个入围项目的分析，放弃了这种“三分法”，而采取的是更为细致的分类

法，区分了16类[21]。显然，即使作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设计者和主要参与者，他

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将丰富多彩的创新项目进行明确分类的方法。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将“政府”理解为广义的公共权力

部门，而非狭义的行政权力机关，组织者将申报者定义为“地方党政机关或其他合法的群

众组织、社会团体”。这样，中国的政府创新就成为比全球“公共管理革命”或“政府再

造”运动[22]范围更大的政治行政改革，涉及到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机构。 

在中国背景下，这些由各种公共权力部门或机构进行的创新（见表5），都可以被称

为政府创新。（1）这些创新都是在中国制度变革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创新针对的

具体问题虽然涉及诸多领域，但是根本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改善现有制度的运行状

况，提高整个制度的活力。（2）由于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存在的前提，这些

创新都涉及到党委决策、上级支持或承认（公开的或默许的）、资源分配、各种关系的调

整以及领导人的更换升迁。创新的产生、实施和评价是一个政治过程。（3）这些创新不

仅具有制度创新意义，也带有很强的价值倡导性，比如民主、参与、法治、公开、透明等

符合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价值，都是这些创新追求的目标，并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

。也正是由于其倡导性和方向性，这些创新不仅数量少，而且面临着诸多的阻力和困难，

可持续性和制度化水平都需要提高。 

表5、过去五届申请项目、入围项目和获奖项目的部门分布 



 

 

部门 
申请项目

数量 

入围项目 获奖项目 

政 协 1 0 0 

纪 委 12 1 0 

人 大 34 7 1 

其他（包括多部门参与、特

殊部门、行政单位等） 
57 

3 5 

群团组织 70 9 4 

党 委 186 10 10 

政 府 588 83 30 

合计 948 113 50 

注：本统计只选择了948个申请项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尽管我们不能从领域角度对这些创新进行分类，但是可以按照部门、行政层级以及行

政区域等标准来了解创新的空间分布状况。以下数据来自我们对948个申请项目、114个入

围项目、50个获奖项目的统计。 

按照部门统计，在948个申请项目中，来自政府部门（含政府）的有588个，占62%；

在入围项目中，来自政府部门（含政府）的有84个，占73.6%；在获奖项目中，有30个，

占60%。排在政府后面的是党委和群团组织。显然，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狭

义的政府依然是创新的主体。 

按照行政层级（包含行政级别）统计（见图1~2），县级和地级机构是中国地方政府

创新奖申请的主体，在948个项目中，分别有405个和400个。而在入围项目中，县级机构

则有55个，超过了地级机构的48个。按照中国宪法，地方政府只有省、县、乡镇三级，而

在实际政府层级中，则演变成省、（副省级城市）、地、县、乡镇四级（或五级）。在这

些层级中，县级和地级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一方面它们最接近社会，面对着不断产生的

各类问题；另一方面，它们掌握着较多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等），并享有一定的自主

性。它们成为创新主体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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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五届申请项目所属层级 



 

 

 
图2、五届入围项目所属层级 

在政府（狭义的）系统内，可以对创新部门进一步区分。根据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观察，所

谓的弱势部门更有创新的冲动。弱势部门包括两类：一类是拥有的法定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部

门，人大常委会、环保部门等是典型代表；另一类是功能以服务而非管制为主的政府部门，民政部

门、妇联、工会等是典型代表。这些部门的“弱势”是就整个政治体系而言的。“强势”部门拥有实

质性的决策权、资源分配权以及行政审批权等权力。这种权力地位决定了它们是相对稳定的，缺乏足

够的创新动力，即使有创新行为，也可能深受部门利益的局限。弱势部门通常并没有这种既得权力地

位的束缚。当然，其中大部分会因为长期不受重视而放弃创新。即使没有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它们掌握的是“软权力”、“橡皮图章”，不是真正的“衙门”。 

然而，弱势部门在创新上可以掌握“强势”，从而成为富有活力的部门，甚至取得制

度性突破。有三个因素造成了这种“势”的转化：（1）这些部门本身拥有的制度性权力

从“潜在”转化为“实在”。这些部门之所以“弱”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而

是这些权力在现行体制中被有意忽视或弱化了。一旦这些部门认真履行起自己的职能，就

能从现有制度中获得明确的“合法性”。（2）这些部门所进行的创新往往弥补了现有制

度运行的缺陷。这些部门沦为“弱势”反映了现行体制的缺陷。只有它们真正运行起来，

才能实现政府的内部平衡性和整体性，也能解决长期被忽视的制度性问题。因此，这些部

门的创新往往具有很强的制度意义。（3）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作为的空间。这些部门由于

长期的无所作为，不受重视，所以如果领导有意作为，那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取得成绩。这

些部门领导经常讲的是“有为才有位”反映了弱势部门的“后发优势”。 

按照行政区域统计，我们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创新越多”这个常识性判断是

有统计学上的依据的。在五届申请项目最多的10个省份中（见图3），来自经济发达的东

部地区的省市有7个，浙江省以99个项目排名第一。中西部省市有3个，其中四川省有60个

项目申请。在五届114个入围项目中，浙江省有14个，依然排名第一。四川省以11个项目

排名第二。在50个获奖项目中（见表6），浙江省以6个项目排名第一，四川省则以4个项

目排名第三，排名第二的广东省有5个获奖项目，但全部来自深圳特区。此外，厦门特区

、海南特区共有2个项目获得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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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五届申请项目最多的省份 

 

表6、五届获奖项目地区分布 

省份 

 

第一届（

2001—2002） 

第二届（

2003—2004） 

第三届（

2005—2006） 

第四届（

2007—2008） 

第五届（2009

—2010） 

小

计 

  安徽省  0 1 0 0 0 1 

  贵州省  1 0 0 0 0 1 

  黑龙江省  0 0 0 1 0 1 

  湖南省  0 0 1 0 0 1 

  吉林省  0 1 0 0 0 1 

  辽宁省  0 0 0 0 1 1 

  内蒙古自

治区  
0 0 0 0 1 1 

  陕西省  0 0 0 0 1 1 

  天津市  0 0 1 0 0 1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0 0 0 0 1 1 

  重庆市  0 0 1 0 0 1 

  北京市  0 0 1 0 1 2 

  海南省  1 1 0 0 0 2 

  湖北省  1 0 0 1 0 2 

  上海市  1 0 0 1 0 2 

  福建省  0 0 2 0 1 3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 1 1 0 0 3 

  河北省  1 1 1 0 0 3 

  江苏省  1 0 0 1 1 3 

  山东省  0 1 0 2 1 4 



 

 

  四川省  1 1 1 1 0 4 

  广东省  1 1 1 1 1 5 

  浙江省  1 2 0 2 1 6 

合计 10 10 10 10 10 50 

 

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政府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当地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也影响着政府创新[23]。就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而言，地

方政府的信息通畅和灵敏度也是政府创新的重要条件。申请项目多、获奖多的省市对这个

奖项了解程度更高，也更为关注。以浙江为例，从2009年开始，借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的做法，省委宣传部等机构联合举办“党政工作创新典范”评选。在首届获奖项目中，就

有曾经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24]。 

与企业创新类似，政府创新也具有集聚效应。同一行政区域或者行政系统内的组织在

创新过程中，存在着相互竞争、模仿和超越的关系，从而使创新形成规模。这种集聚效应

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因素：（1）上级的引导或推动。上级对某方面的创新重视，会推动下

级部门在这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并且相互竞争。比如，在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中，四川省有11个项目入围，其中有多个是关于民主选举的。这与四川省委2001年以来对

基层民主改革的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2）某个部门的创新对本行政领域其他部门或者

本系统内其他部门的带动。某个机构的创新得到上级或社会认可后，会在本行政区域或系

统内部产生示范效应。比如，在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深圳共有五个项目获得

优胜奖，但这些项目来自不同的部门。再比如，在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中，

共有7个来自民政系统，是获奖最多的政府系统。这个结果与民政部对创新的重视有着直

接关系。 

但是，政府创新之间的竞争关系，很容易被权力关系所破坏，尤其是当这些创新受到

上级或外部重视，成为上级推广表彰的取舍对象时，权力的强弱往往成为体制内部评价创

新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过程中，就曾经遇到过上级政府为了确

保自己申报项目的获奖，而要求下级政府退出评选的事件。而在一些创新的推广过程中，

个别领导也会为了提高自己所树典型的地位，而干预创新典范的挑选。 

显然，在研究政府创新的类型时，不仅要重视创新的形式，更需要重视创新的实质，

尤其是其对现有权力关系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创新的态度和评价标准。 

 

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 

政府创新有着多种类型，本节将从过程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

因是创新是一个实践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现有文献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讨论。

墨尔划分了两种创新：采纳型的，即一项创新能马上被政府采用；渐进积累型的，即经过

一段时间的积累，一项创新才被彻底采用[25]。波斯比根据对美国联邦政府政策创新的八

个案例的分析，借用医学术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创新：急性(acute type)和慢性(incubate 

type)。前者指的是应急性创新，后者指的是渐进的累积性创新。另一位美国学者沃克在对

美国州政府在1870－1966年间 88项创新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对这些创新进行分类，但实

际上按照采纳的现有顺序把他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造型创新，即自己独立实行的创新

；另一类是借鉴型创新，即通过对其他州学习而采纳的新措施[26]。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进



 

 

一步证实，政府创新是一种累积性的行为, 需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通过学习和“创造性模仿”，实现政

府的持续创新[27]。Olivia Golden将政府创新区分为“政策规划型”(policy planning model)和“

探索型”(groping along model) [28]两种。第一种创新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对问题有

预见性；第二种创新是按照组织的自然发展而进行的有益探索。Borins 通过对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组织的美国政府创新奖217个案例，加拿大公共管理研究所举办的加拿大公共管

理创新奖33个案例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指出，有的创新是这两种类

型的结合[29]。 

国内学者对于政府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从创新过程角度进行了分类尝试。韩

福国将创新区分为：问题型、制度型、超前型、政绩型。但可惜没有对它们进行更准确的

界定。[30]陈雪莲从创新的启动方式角度区分了两类创新：一是实用主义主义原则下为了

解决危机、应对问题而推出改革；二是学习和实践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理念[31]。

吴建南等则在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的过程中, 往往通过“结合”、“组合”、“

联系”，实现多项工作、任务、程序的协同运作, 解决了以往“单打一”所不能解决的问

题。它们认为这是创新的实质所在，也符合熊彼特在提出创新这一概念时，将创新定义为

一种“新组合”的逻辑[32] 。他们的研究隐含着创新可以分为单一型和组合型的认识。上

述这些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使用的案例都来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这也

说明，即便是研究创新过程，也会因为视角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7 

笔者对政府采纳技术创新的研究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创新：（1）适应型，指的是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技术被其他社会组织采用，政府部门也必须采用，以适应周围的环

境；（2）应用型，指的是政府在运行中遇到一些需要某些技术手段支持才能解决问题，

而外部又有成熟的技术条件，从而得以利用；（3）学习型，指的是某个政府部门借鉴其

他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利用某项技术解决具体问题的经验，并利用到自己运行中[33]。 

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过程角度来研究政府创新类型的，并使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

因此所归纳的类型都能获得现实案例的支持。这些分类对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很有启

发意义。但是，从过程角度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必须考虑以下四个基本前提：（1

）中国是一个集中体制，制度的创制全由中央掌握，但地方和下级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这

是中国地方政府进行创新的基本制度前提。（2）上级建立了一套至上而下的垂直学习机

制，地方和下级可以定期相互之间，甚至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这种制度化的学习机制成

为创新产生和扩散的重要渠道。（3）各级官员对于创新的理解，影响着他们对创新的选

择和判断。（4）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为创新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来源，更有力的知

识支持。这也决定了任何政府的创新都不是在信息孤岛或知识空白处进行的，总会通过各

种渠道和其他创新联系在一起。 

这些前提决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在形式上肯定不是“完全不同于”现有制度框架的

“全新”创造，而是对这个框架的改善、纠正、发展和添加；肯定不是“完全不同于”其

他同行进行的探索创造，而是相互之间学习交流过程中的改进或创造。 

对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涉及的地方官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

超过1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创新项目是“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第四届的比例
                                                
7 一些地方官员在讲话中也对政府创新进行了分类，比如分为“行政放权式、用活政策式、公共服务式”（甘肃天水市

统战部长李美华在全市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暨市委五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发言，

http://www.tianshui.com.cn/news/tianshui/2010111412451676276.htm） 



 

 

为11.8%,第五届为12.8%）。而被调查者都表示，为了实施创新，外出考察过一次或多次

。尽管社会各界强烈批评个别政府官员借考察学习之名公费旅游，但是有组织的学习考察

的确为一些有创新意识的政府部门提供了获得更多信息，发现自身优势，明确创新突破口

的条件。 

从对“政府创新”评价标准的回答中（见表3），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并没有用

“全新”、“独创”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将其置于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

透明度，扩大公民发言权”、“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并能得到证明”同等重要，甚至低于

后两者的位置。 

     对五届113个入围项目的分析表明，60个项目属于原创型创新，57个项目属于学习型创

新，4个项目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结合。原创型创新指的是该项目的全部内容或者部分内容

在国内具有首创性；学习型创新指的是该项目是在学习其他地方类似项目的基础上，根据

自身的条件进行的再创造。四个兼具两种特点的创新是：第二届入围项目福建省厦门市思

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第三届入围项目浙江省绍兴市“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

量管理体系”，以及第五届获奖的两个项目：福建省厦门市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建

设和山东省青岛市委市政府“多样化民考官机制”。这四个项目的学习性体现在对有关技

术手段的利用上，原创性则体现为它们根据需要解决问题，对这些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的

应用，并为其他地方的相关项目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经验。 

对这113个项目进一步分析发现，有88个项目属于“落实型”创新，比例高达77.8%。

原创型和学习型创新中的许多项目都可以纳入这个类别。对第四届和第五届入围项目相关

官员的调查显示，“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列在“创新的最初目的”第二位（比例分别为

22.8%和15.1%）。“落实型”创新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中央提倡的某种目标或某项

政策意图的回应。比如建设“服务型政府”、发展“党内民主”等目标提出后，各地都在

这个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另一种是对中央或上级具体要求的实现。改革试点进行

的创新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比较而言，第一种落实型创新更具有探索性，不仅没有现成

的模式可循，甚至在许多情况系也没有来自中央或上级明确的赞同态度和具体支持。对第

四届和第五届创新奖入围项目相关官员的调查显示，在最希望获得的“外部支持”中，“

领导（上级部门）的认可”排在第一位；影响创新项目从观念到实际运行间隔时间的因素

，排在第一位的也是“上级批示认可”；而对“哪些结果证明创新是成功的？”的回答，

排在第一位的是“得到上级认可”（第四届的比例是40.8%，第五届是45.3%）。 

按照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三分法来对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113个入

围项目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创新是对现有制度框架的完善。制度创新指的

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或者现有制度有了突破性发展或改进；机制创新指的是建立了新的

流程、程序或环节，改善了资源的动员、配置和利用效率；技术创新则是采用了新的技术

手段或工具。在113个入围项目中，38个项目属于制度创新，112个项目涉及机制创新、43

个项目涉及技术创新。38个制度创新中都包含机制创新的内容，112个机制创新中，有43

个项目也包含了技术创新的内容。制度、机制和技术创新三项内容都包括的项目有7个（

见表7）。进一步说，制度创新都涉及到机制创新；没有单纯的技术创新，它总是制度创

新或机制创新的伴生物。 

表7、三合一（制度、机制和技术创新）式的创新项目 

项目名称 制度创新 机制创新 技术创新 



 

 

广西南宁市政府

采购制度 

（第一届） 

采购制度 工作流程 信息平台 

广东省深圳市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 

（第二届） 

行政审批制度 相关部门的审批

程序改革 

信息技术 

吉林省梨树县委

村民委员会“海

选” 

（第二届） 

村委会选举 投票程序 秘密划票间 

河北省迁安市“

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第三届

） 

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 

报销流程 信息技术 

重庆市黔江区委

区政府：农村卫

生管理体制创新

（第五届） 

 

农村卫生管理制

度 

医院管理机制 信息技术 

福建省厦门市政

府市民健康信息

系统建设（第五

届） 

城市卫生管理制

度 

跨医院信息共享

机制 

信息技术 

上海市浦东新区

综治委办公室预

防和减少犯罪机

制创新（第五届

） 

非政府组织 政府对非政府组

织的资金投入机

制和监管机制 

信息技术 

 

上述从过程角度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进行的类型学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创新

理解为简单地“求新”，而是很重视学习；它们的“制度创制权”虽然有限，并且需要得

到中央和上级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在机制、技术方面依然有着很大的创新空间。 

 

四、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判断：一种

认为，由于官员的选拔任用是由上级决定的，所以地方政府在回应社会要求上创新动力不

足；另一种认为各种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在更多的领域中进行创新。8

这两种判断实际上对于创新动力采取了不同的理解。前者认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体
                                                
8 关于这两种判断，可以参考文献[34]、[35]。 



 

 

制内，特别是干部选拔评价制度，创新是制度诱发型；后者认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

社会的变化，创新是社会“倒逼”的或推动的[36]。 

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进行的创新都是以项目的形式分布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没有形

成联动性和系统性，所以这对上述两种创新的整体性的判断还需要具体化。进一步说，这

种具体化应该从讨论作为创新者的地方官员的动力入手，因为这些官员是创新的决策者和

执行者，他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了创新项目的发展情况。 

现有文献对于创新者的研究借助的是“企业家”（entrepreneurship）概念，认为政府

官员也可以称为政治企业家或公共企业家。尽管政府官员在行为上通常缺乏冒险精神，重

视遵守规则，但是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官员在集体行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也会打破陈规

行动，以提高制度的活力[37]。一些学者还采用狭义的概念，认为公共企业家在行为上类

似企业家，将成本-收益作为行为标准，并且用企业管理方法来改造政府[38]。新公共管理

运动所倡导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政府创新。 

在中国，“人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一把手”享有很大的权力行使空间，所以创

新者对于政府创新的影响非常明显。多个个案研究均显示出，个别官员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是创新项目成功的关键，他们的调离也是创新项目中止或者蜕变的决定性因素[39] [40] [41]

。Kenneth W. Foster 对烟台“服务承诺制”的研究也显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官员在

提出和推动创新性政策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42]。 

对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涉及官员的调查显示，有一半左右的

被调查者认为创新的想法是“某位有见识的领导率先提出的”（第四届是57.8%，第五届

是48.1%）。对于“如果其他地方要采纳你们的创新措施，你们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前

提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选择“有决策能力的领导班子”排在第一位（第四届

的比例是63.6%，第五届是58.4%）。 

领导者进行创新的动力可以分为三种：结构性动力；个人化动力以及事件性动力。结

构性动力来自现行体制，主要是官员的评价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个人化动力指的是官员

个体的职业操守、价值追求和事业规划；事件性动力指的是官员所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最

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通过突发事件的形式展现出来的。9 

对于每个创新者来说，这三种动力是同时存在的，但在具体的创新中，产生的作用以

及体现的方式是有差异的。在对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无

法得到该创新项目是否与创新者的提拔有直接关系的资料，所以难以评价结构性动力究竟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是，鉴于这些入围项目都曾经在本行政区域或行政系统内部得到奖

励（表现为作为先进经验介绍或者推广，接受到一定数量的外部参观学习者），并且其实

施也符合中央倡导的改革创新理念，所以，结构性动力起码对创新者的选择起到了规范和

引导作用。 

在对五届入围项目的分析中，个人化动力和事件性动力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明显。个人

化动力的存在可以从创新想法大部分是“某位有见识的领导率先提出的”这个回答中得到

印证。一般认为，官员个体对政绩的追求是其进行创新的主要动力，但是对第四届和第五
                                                
9陈雪莲对申请第四届创新奖的154个案例（这些案例发生在2003年之后）的分析，创新主要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实用

主义主义原则下为了解决危机、应对问题而推出改革；二是学习和实践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理念。综观中国地方

政府的创新动因，第一种形式下启动的创新居多，为解决财政危机、管理绩效危机、信任危机以及化解社会矛盾而推出

创新措施的比例占61.7%，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地方政府有解决矛盾和危机的灵活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现有的行政格局

经常面临冲击和挑战。参见文献【31】。 



 

 

届入围项目相关官员的调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判断。在回答“哪些结果证明本

项创新是成功的？”这个问题时，排在前两位的选择分别是“得到上级支持”、“群众积

极拥护”，而“项目主要负责人因此升迁”则排在后面。显然，创新者直接从创新中获得

“提拔”的收益并不明显。 

调查发现，事件性动力所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在对于创新的最初目的的回答中，高

居首位的是“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对113个入围项目的分析也发现，这些创新的启动

多数与当地发生的具体事件或者危机有着直接联系。但有意思的是，被调查虽然认为创新

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但是回答“哪些结果证明本项创新是成功的？”

这个问题时，将“解决了当地实际问题”排在了“得到上级支持”、“群众积极拥护”这

两个选项之后。这种目的与结果的分离，一方面说明了被调查者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评

价创新结果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事件性动力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通常只是在创新启动

时候发挥作用，并不能贯穿创新过程始终。因此，在三个动力中，个人化动力和结构性动

力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更持久。 

既然个人化动力和结构性动力的影响持续得更长，那么它们就与创新的可持续性有着

直接关系。这就回到了人们非常关注的创新可持续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的获奖项目中，许多都半途中断了，缺乏可持续性[43]。他衡量可持续性的标准是该创新

并没有在当地或创新部门中坚持下去。毫无疑问，这是衡量可持续性的直接标准。但是，

创新的扩散性也是衡量创新的标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比前一个标准更重要，因为只有被

更多地方或部门所接受，创新的影响力才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44]，并可能带来社会和技

术变革[45]。在中国整体制度变革，地方和部门情况多样的情况下，扩散性程度更能说明

创新的制度化潜力或者应用可能性。 

对五届113个入围项目持续性的研究发现，106个项目在创新发源地延续下来，86个项

目通过扩散持续下来，只有3个项目没有任何可持续性（见图4）。这三个项目分别是：广

东省深圳市大鹏镇“三轮两票”选举镇长；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四川省

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两个选举创新没有持续下去主要是没有获得宪法等法

规的支持，“外来工之家”则由于当地城市重新规划失去了场地条件。 

有意思的是，对第四届和第五届入围项目涉及官员的调查显示，他们绝大部分并不认

为主要负责人离开会导致创新项目的停止（第四届的比例是94.2%，第五届为98.6%），因

为这些创新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这种判断显然也会常规看法不同。当然，由于这个调

查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组委会所做的，所以回答的客观性需要进一步衡量。尽管如此，如

果我们将创新的扩散性考虑进去，就会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持续性更为乐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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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入围项目的持续状态 

 

五、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力 

 

地方政府创新是以具体项目的形式实现的，但是其影响力则是多方面的。这是由政

府权力的公共性所决定的。一项创新的产生和实现会对当地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价值产生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和侧重点会因创新的不同而各异。尽管如此，从

总体上说，地方政府创新要有利于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政权的合法性。这一

点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创新所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来说，这一点体

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的改革经验让人们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力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地方

和基层被认为富有首创精神，能够通过自发创新激发制度活力，填补制度空白 ；另一方

面，中国政策制订的“试点-推广”方式给地方创新提供了条件和渠道，有利于地方政府

创新的扩散和制度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期望。 

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地方政府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何增科对地方政府创新奖前三

届63个获奖项目的研究发现，这些创新项目有益于增强政治合法性。进一步说，它们主要

是在当地范围内增强了本级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如果不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范围

内加以推广, 那么它的功效只能局限在当地的范围内[46]。吴建南等人的研究发现，地方政

府创新如果成功，主要原因是实现了“多方共赢” [47]。这也说明，成功的创新能够为相

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 

对第四、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50个入围项目所在地民众、官员的调查显示，

他们在评价政府创新的标准中，选择比例最高的两个标准是：“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增

加政治透明度，扩大公民发言权”和“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并能得到证明”。对这些项目

涉及的官员的调查显示，他们在评价自己参与的创新项目的最大意义时，前两位的选择是

“提高了管理绩效”和“鼓励了公共参与，提高了群众认可度”。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上述两种选择中，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更倾向于创新的经济后

果。在对“政府创新首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提高效率”被列在首位（第四

届是53.8%，第五届是49。6%）。这个结果与他们在“评价政府的标准”时，优先选择“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形成了有效呼应。有研究发现，制度创新只有既能保证提



 

 

高效率，又被现存的掌权者所接受时，才能够被采纳[48]。在五届113个项目，有92个项目

涉及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在这些项目中，有23个项目直接或间接是“资本取向的”

（见图5），即为了吸引外部投资，发展当地经济。而85个“民众取向”的创新，都与民

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状况的改善有着直接关系。这也说明了，人们虽然期待政府创

新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比如提高公民参与，增加政治透明度，扩大公民发言权，但

是在评价政府改革的实际后果时，他们更倾向于其产生的经济影响，或者物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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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创新的取向分布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创新在一般意义上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高了政府运行的绩

效。但是由于创新是具体政府部门通过具体项目的形式完成的，所以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改

善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两个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关系是地方政府与上级或中央政府

的关系；另一个是创新部门与所属层级政府或政府系统之间的关系，即与“块”、“条”

的关系。 

就第一个关系而言，地方政府创新并不必然会改善或者增进进行创新的政府与上级政

府或者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具有探索性、开拓性的创新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复杂

且微妙的。案例研究与问卷调查均显示，来自上级的同意和支持是地方政府创新启动、发

展和扩散的重要因素。这也意味着，上级的不明确表态或者反对也是导致创新中断或者挫

折的重要因素。在一些自主创新案例中，由于创新挑战了上级或者中央的法规政策，或者

创新者忤逆了上级个别领导的要求，造成这些自主创新无法在体制内获得足够的支持。事

实上，许多创新者都很具有个性化思想，不习惯唯书、唯上的原则。因此，这样的创新，

即使是成功的，也往往不能改善创新政府与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当这样的创

新是对社会要求的直接回应，并获得社会广泛好评时，上级的反对或者不表态，反而会削

弱其权威、甚至合法性。 

当创新是由具体部门实施的时候，这些部门就必须处理和“条块”的关系。在“条”

关系中，它要接受本系统上级的业务领导；在“块”关系中，它要接受所处行政区域党委

政府的政治领导。对第四、五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相关官员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

导致创新容易中断或停止的第一因素是“改革创新过程中影响到执行部门的利益”，由此

可见“条条”的影响力。由于多数部门的经费来源于地方财政，人事上受地方党委控制，

所以“块块”更容易影响部门创新。即便是“条条”系统内部对于某些创新有具体的要求

，也会在落实过程中受制于地方的支持。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也对“条条”颇有微词

。这在一些地方政府调整职能、撤并部门的创新中最为明显。由于“条条”不希望自己的



 

 

机构在地方和基层被取消，所以一些部门撤并后在获得“条条”分配的资源时就遇到了麻

烦。 

鉴于上述关系的复杂性，在讨论地方政府创新对合法性的影响时就需要根据其影响的

范围和层次进行区分。何增科的研究从创新的扩散范围讨论了政府创新对合法性的影响。

但是，合法性并不会简单地从下级传递给上级，从局面扩散到整体。换句话说，在中国这

个多层级、多部门体制下，各个层级、各个部门所获得的合法性的加总，并不等于整个体

制的合法性。在一些情况下，单个的创新在提升了创新者或部门的合法性的时候，也在削

弱着上级以及其他部门的合法性。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地方官员普遍认为，推动政府创新最有效的两种方式首先是

“上下互动，中央与基层的合作”，其次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基层”。这两种选择也

是处理上述两种关系的思路。前者强调的是互动性的协调改革，后者强调的是执行式的垂

直改革。但是二者都体现了对创新需要整体制度支持的期望。而在现实中，尽管前一种方

式更为合理，但是后一种方式更容易实现。 

 

六、结论与讨论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行为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随着社会生活的

复杂化、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强、不安全因素的增多，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变得日益突出。福山在讨论21世纪国家治理变革的时候指出，20世纪政治的一个非常鲜明

的特征就是对国家职能和作用的争论。而后“911”时代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谈论这

种争论，而是如何重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因为无论对于单个社会还是国际社会而言，国

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向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49]。过去10年来，创新被各国政府所推崇就

体现了这场国家职能重建运动。 

中国也不例外。过去10年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发生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变革：（1）国

家建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重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

设协调发展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调整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2）政党建设在理念和举措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作为执政

党，共产党正在探索新的方式、渠道来巩固执政地位，适应新的环境；（3）社会日益分

化，重新组织化。旧的组织形式在衰败，新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成长，一些传统组织在复

兴。当然，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基层社会也出现了组织真空或者黑恶势力的猖獗；（4）

狭义的政府改革目标日益明确。“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

政府”等目标陆续被确定下来，并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

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

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

的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政府特色和路径。对过去10年中

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发现，党政系统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地、县两级党政系统是最

为活跃的层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政府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创新的首要目的是解决遇

到的问题，创新并不是脱离现有制度框架，而是对其的充实或改善；创新者是创新过程中



 

 

最活跃的要素，来自上级的支持则是创新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的可持续性不仅体

现为在当地的延续，还体现为其他地方的回应；总体上说，地方政府创新改善了政府与社

会的关系，但是个别创新也会造成不同层级政府或者部门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总体的合

法性。 

本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五届以来收集的申请项目和获奖项目，以及

在第四届、第五届入围项目所在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因此研究的视角受到了该奖的限定，

研究的发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由于掌握的创新案例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

广阔的空间分布，所以，这些研究发现也有较强的代表性。 

在研究过程中，一些问题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结论，提出来供进一步讨论： 

1、我们能够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创新在创新所在地的可持续机制，但是还缺

乏足够的资料来总结其向更大范围扩散的机制。 

2、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成功的创新（或者说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创新），但是还

没有对失败的创新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研究。 

3、虽然创新者是创新过程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但是还缺乏对创新者群体的研究。 

4、政府创新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对于创新产生的后果，尤其是其

对相关层级政府、政府部门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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